大学基础研究与国家科技创新的关系研究*
——兼论当前我国大学基础研究面临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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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将大学作为实施“高深研究”最适宜之所的组织设计和制度安排，得益于大学固有的理性传统、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有机结合的组织功能及其庇护学术共同体自由探索的组织特性。这一制度安排不仅奠定了现代研究型大学这一关键组织的合法性基础，也提供了国家和社会发展所依赖的前沿知识、创新人才和理性文化。但伴随着大学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职责和使命以及受到日益流行的绩效评价文化的影响，实施基础研究所需的自由和潜心研究的学术环境、稳定支持的资助制度以及鼓励原创的奖励机制等受到侵蚀，大学赖以存在的理性根基以及社会进步所依赖的高深研究正面临着合法性危机。应强调政府在政策支撑、财政资助及文化引领等方面承担其主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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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基础研究（Basic Research）作为现代研究型大学核心职能的合法性基础，基于大学作为社会轴心组织的结构与功能。实际上，基础研究与大学间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的，一方面，大学宽松的学术环境、门类齐全的学科、高水平的科研人才、优秀的科研团队是实施高水平基础研究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高水平的基础研究也推进了大学自身的发展，它是培养创新人才的最有效途径，是传承民族理性文化、培养公民科学素养的主要方式，是大学之所以为“高水平大学”的核心标志。高水平基础研究不仅是大学职能最好的证明方式，也推进了大学更好地实现其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职能。更为重要的，大学基础研究与国家的科技竞争力联系的愈加紧密。高水平基础研究不仅代表了一个国家未来的创新潜力，同时也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科学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基于此，大部分工业国家逐渐将加大基础研究资助力度、提升基础研究水平作为其科技政策的着力点，通过开展前沿性、战略性的基础研究占领国际竞争的制胜点。但伴随着政府和大学日益流行的科研绩效文化影响以及由此导致的学术功利化倾向，高深研究所需要的潜心研究的学术环境、持续稳定的科研资助以及科研与人才培育相结合的理性传统受到侵蚀。在强调科技创新的时代，通过制度创新重塑大学在前沿基础研究中的使命和效率，是当前中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关键问题。
一、“基础研究”的历史渊源与其范式转变
    （一）基础研究的早期形态及理性传统
 “基础研究”这一术语被普遍使用并成为科技政策领域最重要的概念始于二战后，但从整个科学的发展史来看，它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与丰富的内涵，诸如“纯科学”（Pure Science）、“纯粹的知识”、“基础的科学”（Fundamental Science）等术语都与其有着“家族相似性”。“纯科学”可以看作是基础研究的早期形态，对“科学”的追求曾是一项毫无私利、主要基于个人旨趣并依赖自我资源支持的个体化活动。“纯”科学的这一肇端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随着社会文明的进化，那些地位较高的人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能够将更多的时间用于脑力事务上，而当时经济的发展对技术的依赖程度较低，因此科学探索并没有被赋予功利属性。明确地将“纯科学”与实际应用严格区分、并将前者置于更加优越地位的观念始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把从事哲学探索的人和从事手工技艺的人彻底分开，并赋予前者更高的地位，同时强调知识的价值在其本身。同他的老师一样，亚里士多德也拒绝把应用作为理论探索的目的，他坚信哲学探索有着属于自己的“报偿奖赏”。[1]科技革命吸收了古希腊对知识的理解，并保留了“纯”科学的优越地位，尤其是欧洲与美国在这一理念基础上建立起了大学，从而巩固了纯科学至高无上的地位，直至今日，“纯科学”依然是“基础研究”的重要内涵，这一内涵强调从事科学研究需要兴趣、理智及自由。
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科学”的内涵已经超越了古希腊遗留下的传统：首先，获得科学知识不仅与个人美德有着联系，更被置于了广泛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科学与实用技术的融合被认为会带来利益；其次，科学从一项个人的自我投入活动演变成一种以科学为业的职业，科学家们摆脱了“独角戏”式的工作状态而以学术共同体的面貌出现。科学的职业化意味着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动机不仅是自我实现的需要，更是一种生存方式；在资助方式上，科学家也不再依赖个人财富满足“智力好奇”，当基金会难以继续为科学家的学术探索活动提供足够的资源时，科学家必须从其他途径获得资助来维系研究；在组织方式上，必须有一个社会组织能够保护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活动，并尽力将组织的这一功能合法化以获取资源，德国研究型大学的建立可以看做是这一过程的典范；最后，在与社会的互动机制上，科学的职业化是一种互惠关系，它一方面服务社会，另一方面也从社会中得到资助，科学家与社会之间形成了一种契约关系，这一点在战后时期变得尤为重要。[2]总之，科学职业化为许多人提供了从事科学活动的机会，也为他们提供了获得社会承认、谋求经济效益的途径。科学的进展已不再是少数人知识的增长，而取决于这种职业是否能积极、有效和持续地为社会谋利，并随时准备接受公众的检验。[3]这一过程可以看做是基础研究从“纯科学”向现代范式的演变，它强调基础研究已超越了个人化的行为，而逐渐与广泛的政治和经济生活联系在一起。
（二）公共资助基础研究理念形成
    在一战时期，很多国家突然意识到，与他们的对手德国相比，自己国家有关工业的基础性科学是多么缺乏。以化学为例，化学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科，因为它是炸药、汽油、制药和染色工业所必需的，由于许多研究只能从德国进口，这些国家的政府开始大力发展本国的基础科学研究能力。科学家也利用战时这一特定背景为研究寻求更多的政府支持，这进一步加强了科学研究与政府间的互动。

 对基础研究而言，二战是一个转折点，这一时期对基础研究概念的理解后来被普遍接受，奠定了当前关于基础研究的制度安排和使命陈述。从组织模式上看，政府与大学围绕“科学研究”形成的契约关系以及政府资助科学研究被认为是一种成功的模式，该模式也是战争胜利和军事安全的关键要素。例如在美国，社会普遍要求这种契约关系在战后应以某种形式继续延续：首先，在军界，尽管战时研究与开发办公室已经关闭，军方仍然希望继续与大学和科学家保持合作，并且使合作的关系成为一种常态；其次，大学和科学家也希望战后能够继续获得联邦政府的研究资助。此外，政府资助基础研究在这一时期从理论上获得了其合法性，这一合法性来源主要建立在经济学的“市场失灵”理论基础上，即由于基础研究成果的公共产品属性使得以赢利为目的的私立部门缺乏资助这类研究的动机，这也形成了日后对基础研究特征的广泛理解。公共利益观点认为，基础研究具有不可分割性（Indivisibility）、非专有性（Inappropriability）和不确定性（Uncertainty）三种特征，以追求利益为目标的企业将不会长期支持基础研究的发展，市场的失灵意味着政府必须承担起资助基础研究的责任，以确保满足社会对知识生产的需求。这一观点最早来自兰德公司（Rand）的两篇早期研究报告。[2],34
基础研究的市场失灵观点获得了美国很多的政策制定和学者的推崇，因为这为学术共同体寻求政府资助找到了理由，学术共同体自20世纪初以来就一直在寻找社会的无私资助，同时又要坚持科学的自主特权和对目的导向的否定，而市场失灵理论是一个令人愉悦的观点，能同时使政治家、科学家以及企业都能够接受，因此成为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理论。

公共资助与理性传统的冲突

 大学在与政府的研究契约中获得了从事基础研究所需的丰富资源，但政府对科学慷慨的资助也让科学家们感到一丝忧虑，他们唯恐基础研究的自治和自由理念被侵蚀。[4]曾任美国总统科学顾问的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确信，需要通过一种持久的方式来确保联邦政府与大学科学共同体的合作，但其前提是充分保障科学自治。[5]但随着很多政府预算压力的增加，政府与学术共同体间的传统契约关系正在发生着改变，即从普遍资助到“合同制”的流行。在这一契约中，基础研究的经费往往来自相关政府部门的研究委员会，经费分配是高度竞争性和结果导向的，只有承诺短期内能够生产出对方需要的“知识产品”，科学家们才可能获得资助，这与基础研究自身的特点存在冲突，即基础科学研究是探索性的，它并没有确定性的未来。因此很多科学家坚持，科学的本质是探索新发现，科学不应该受制于政府部门并应尽量远离那些具有实际政治和经济目标的机构，要将兴趣作为从事基础研究的动机，这一科学自治理念成为科学家保护科学本质的重要理由。
 总之，在公共资助与理性传统之间，如何制定合理的基础研究政策，既能够激励科学家们生产原创性和前沿性的基础研究成果，又保护科学研究者的探索和进取精神，以回应布什的“一个在基础科学方面依赖于他人的国家，将减缓它的工业发展速度，并在国际贸易中处于劣势”的断言，[1],1是当前很多国家科技政策制定者们需要考量的重要问题。
二、“基础研究”的特点及其依赖的组织特性

（一）作为公共物品的基础研究

既然大学基础研究是关系国家战略的关键领域，谁应该为其付费？政府、企业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在其中的角色是什么？明确各方在基础研究中的责任界限是科技政策领域一直争论的议题，“市场失灵”理论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思路。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提供社会所需要的所有商品和服务，或者可能是以一种对整个社会产生不利影响的方式进行。市场机制自身并不足以实现所有的经济职能，这就需要公共政策在某些方面予以引导、矫正和支持。[6]基础研究周期长且未来不可确定性的特点，研究者需要长期潜心于探索性、开创性的学术活动，短期内难以产生效益。以赢利为目标的社会组织普遍缺乏资助基础研究的动机而导致供给不足，尤其在市场发育不够充分以及产业发展相对落实的时期更是如此，因此基础研究是市场失灵的重要领域之一。
此外，基础研究的产品“高深学问”具有典型的公共物品属性。私人产品是谁付费谁享有，而公共物品则不同，所有使用者无论付费与否都可以从中受益。他们具有“非排他性”，即如果向一个人提供，则所有人皆可享用。基础研究的产品“高深知识”具有很强的公共产品属性，它一般以论文的形式公开发表，它的生产不仅对个人、社会还是国家而言都具有重要价值，但这种价值更多是一种“理性”价值，并不能为研究者或其所在的机构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这种情况下需要政府弥补市场配置资源的不足。否则在一个资源紧缺的时代，大学及其研究者如果不与外部社会保持积极的联系，并通过研究成果证明自身活动的功利价值，那么大学基础研究会面临资源不足而难以持续的危险，而政府及时的政策干预则可以缓解基础研究面临的尴尬境况。
（二）大学实施基础研究的合法性基础

在现代科技史上，对基础研究发展最为重要的变迁是将大学作为实施基础研究主要阵地的制度安排。任何社会组织的形成和发展都有其独特的存在方式并发挥不同的功能，当个体化的零散行为让位于学术共同体高度组织化的活动时，他们必须组织起来寻求一个合适的场所来保护其探索活动，“对高深学问的探求，是一种生活方式，而庇护它的大学是一个带有宗教性质的教会。”[7]大学固有的理智传统、学术自由与自治的组织特性以及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有机结合的组织功能，使其不仅拥有实施基础研究所必需的学术文化和人力资源，同时在实施基础研究中，大学还能够更好地传承民族的理性文化和培育民族的理性人才，最终确立了基础研究是大学的应有之义、大学是实施基础研究最适宜之所的合法性基础。大学正是凭借这一组织特性和组织功能获得了其运行所需要的社会声望和各种资源，国家也从大学的这一活动中获得了实现国家战略所必备的智力资源。

基础研究与大学自身的使命是紧密联系的，一方面，大学通过基础研究来更新和深化学科知识，使最前沿的知识能够转化为学科知识并及时传递给学生，同时，尽管大学基础研究是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的源头，但其最重要的价值则是它与人才培养有着最为紧密的关系。在如何实现创新人才培养的模式上，尽管不同国家和研究领域的具体做法不尽相同，但基础研究是创新人才培养最有效的方式和途径，从人力资源强国和高等教育强国的经验来看，人才培养水平与国家基础研究实力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一方面，学生、尤其是研究生主要充当着大学研究助理的工作，这为他们提供了最直接的研究体验和训练，为他们将来成为成熟的、独立的研究者奠定了基础；其次，从事研究助理工作让他们能够获得合理的研究津贴，为他们潜心研究奠定了物质基础；再次，从事具体的研究工作也训练了学生的创新思维与精神，这利于未来他们从事前沿性的基础研究工作以及培养未来的高水平研究者；此外，基础研究也进一步提升了大学自身的发展和声望，一般而言，高水平大学在前沿基础研究方面必然领先于其他类型的大学，越来越多的大学排名也日益以大学的基础研究水平作为评价的主要指标。最后，大学基础研究带来了国家在农业、工业、民生以及国防等方面的深刻变革。例如，美国大学在纤维光学和激光方面的研究创造了电讯技术的变革，为美国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美国大学在20世纪70年代实施的重组细胞DNA技术的研究，开启了今天美国生物工艺学工业的大门；大学在治疗或控制百余种植物、家禽和牲畜疾病疫苗方面的研究以及发展高产量、抗病性水果、蔬菜及谷物方面的研究，带来了农业的彻底变革；大学在卫星摄像技术方面的前沿研究带来了精确的摄像，这对太空探险、天气预测、环境监控和军事监视都非常重要。[8]此外，很多国家都提高了对大学基础研究的资助水平以及改变资助理念，以利于大学的在前沿基础研究中取得更大的突破，促进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创新型国家建设。
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大学基础研究承担着新的角色与使命，不论在国防、健康还是经济领域，大学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当前的科学政策认为对研究的投资可以产生巨大的回报，因此其目标不仅要加强科学自身，更要加强大学科学研究与整个社会的密切联系。
三、多元化使命下大学基础研究面临的合法性危机
    随着知识激增而带来的“知识爆炸”，大学日益被看做是“世俗的教会”。以往人们需要到教会去寻找他们关于宇宙、社会关系正确与否等难题的答案，而现在则需要求助大学，大学已然是一种世俗化的教会。大学已失去了它的清廉，失去了对自身命运的控制。[7],140从探索高深学问到社会服务，大学被要求承担起传承理性、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增强国防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等日益多元化的职能，将大学功能泛化的结果可能使其难以明确自身地位而面临组织合法性危机，从而以损害学术精深和人才培养为代价。大学基础研究面临的危机根源于基础研究特点与公共科技政策之间的冲突。

（一）源于学术自由理念的大学基础研究要尊重研究者自由探索的传统，它既要有一定的目标指向，但也要尊重研究者自身的学术兴趣和优势。尽管“基础科学只有疏远实用意图才能成为技术进步的带动者”已经不符合二战后对基础研究的理解，但过分的目标导向很可能导致学术研究的功利倾向，诸如浮躁的研究风气、急功近利的研究态度，甚至导致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从而使研究者，尤其是最具创新精神的青年学者，难以潜心于具有挑战性而吸引人的开创性工作。
   （二）基础研究未来的不可确定性和高风险性。基础研究是开创性的活动，它能否实现或达到研究者的最初设想受制于很多因素，它可能面临着完全失败，这也是基础研究或科学探索必然要面对的问题，“作为调查研究的过程，当意外的情况出现时，他们应该有调整和重新组织研究过程的自由”，[7],121“作为结论，任何人都不应对一个从一个点出发而以另一问题终结的学者感到奇怪。而且，学者还应该不受规定期限的限制，时间限制可能会使他们匆匆忙忙，也会使他们的研究进程失常。”[9]但目前的一些研究激励政策并未考虑基础研究中的风险问题，或者说并未制定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一方面，科研激励政策的选择标准是结果导向或逆向逻辑，研究者只有提供充分证据表明自己具有完成某项研究的能力，才能获得支持或资助。但是，正如创新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一样，科学研究的周期以及研究者个人的学术成长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过分注重结果的激励政策很可能会错过研究者的最佳创新周期。这既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育和成长，更不利于知识创新。如果科研激励政策不考虑基础研究中的风险，就很可能出现“激励失灵”，即研究者为了规避风险而采取更加安全的研究或工作选择。
（三）基础研究风险的不平等分配逻辑。对于研究者而言，不确定性情境下的行为都会承担或多或少的风险，意味着诸如工资、职位提升、社会地位及自尊的获得或失去。研究者如何看待风险的态度将直接影响他们的行为。从这一特点而言，大学的“竞争”和“问责”文化要求研究者必须在短时期内提供能够证明自身研究能力的成果，而一旦研究失败，他就可能失去晋升或资助的危险。尤其对于年轻的研究者而言，随着学术研究职位竞争的日益激烈，他们必须在有限时期内获得晋升，因此面临着两难困境：一方面是他们愿意从事那些具有高度风险的研究以实现自我，另一方面，通向职业阶梯的时间是有限的，需要短、平、快地出成果以满足晋升条件，研究者们的科研项目主题不断变化、漂移，难以围绕某一方向做持续、深入、系统的研究，造成基础性、长远性、超前性项目难以取得重大创新。此外，与应用研究相比，基础研究意味着更多的投入、更长的周期和更少的回报，对优秀青年人才的吸引力不断降低，未来高水平的人才储备是基础研究面临危机的重要表现。
四、重塑使命：强调政府责任、促进大学基础研究创新
市场失灵的存在是政府行为得以合理化的理由之一，政府应该在基础研究中承担更大的责任。政府资助基础研究的制度化安排形成于冷战时期。二战前，很多科学家坚持，科学的本质是探索新发现，科学不应该受制于政府部门并应尽量远离那些具有实际政治目标的机构，这意味着很多研究机构的成立是独立于政府部门的，而冷战时期对基础研究的一个重要影响则是提出了政府资助基础研究更为重要的理由——应保证“市场失效”下的公共利益，这一理由至今在科学政策中仍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一般而言，政府在基础研究中的责任主要体现在政策支撑、财政资助和文化引领等方面。

（一）符合科研规律的政策支撑

基础研究需要良好的制度保障。基础研究具有其自身的特点，不仅需要稳定、持续的资助，更需要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撑。基础研究周期长，缺乏合理的评价机制可能损害学者，尤其是青年人献身基础研究的积极性。尽管目前我国有一些保障或激励研究者从事基础研究的相关政策和制度安排，例如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以及千人计划等，为国家培养和吸引了大批优秀基础研究人才。但基础研究是高风险的活动，人类既有承担风险的本性，也有规避风险的心态，目前频繁的、过度量化的评价方式使研究者为了获取短期利益而规避开拓性的研究，关于这一点，美国学者麦克穆伦（Jeffery S.McMullen）和谢派德（Dean A.Shepherd）对美国两所研究型大学的54名助理教授进行了深度访谈，调查他们对那些高度不确定的、公认具有挑战性的研究的态度。结果发现，年轻的研究者为了更快地获得终身教职，更愿意从事对已有知识的“修修补补”的研究工作，因为这样的研究结论符合预期结果，更容易获得期刊评审人的认可而发表。[20]威恩柏格（Nachoem M. Wijnberg）和杰姆瑟（Gerda Gemser）的研究也显示，同行评议最厌恶创新性的工作。因此，对研究者而言，最重要的研究策略就是去从事符合共识（Consensus-Conforming）而不是挑战共识（Consensus-Challenging）的研究工作，这样才能产出更多的学术成果。[10]因此国家应建立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降低研究者因从事探索性活动而可能带来的潜在损失。

（二）稳定、持续的财政资助

根据公共产品和公共财政理论，基础研究对国家原始创新能力的提升意义重大，其自由性、探索性、长周期性和成果的不可预期性决定了只有依靠持续稳定的投入，才能取得重大突破性科研成果。我国大学承担了大部分基础研究工作，是国家原始创新的主力军，应对高校基础研究科研经费分配模式进行改革和优化，探索科研项目配置手段的创新，由竞争性为主向竞争性和保障性均衡协调发展的转变。但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将资源投向那些能直接推动经济发展的领域，使基础研究面临着无人参与的危险。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在近年来有了很大的改善，由2000年的50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270亿元，增长超过400%，近十年来投入总量超过了1600亿元。但总体投入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例如基础研究投入占R&D投入的5%左右，美国为17%，日本为12%，法国则为25%，OECD国家一般占20%左右。[11]除了资助总量外，对基础研究的资助方式也应是顶层设计关注的核心，基础研究需要长期的积累和持续，目前一些基础研究资助项目周期过短，一般为3-5年，而一般重大科技成果的产生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因此在短期目标和长远利益间、在竞争性经费与保障性经费间以及在自由探索与目标导向间寻求平衡。

（三）质量导向的科研文化引领

     积极的学术生态是一切创新的前提和源泉，亦是国家创新政策落实的必要社会环境之一。相对于应用研究和产品开发，基础研究更需要纯净的、潜心于研究的学术环境。目前我国不论在科技界还是教育界，理性的浓厚学术氛围还未形成，急功近利、学术不端等行为频发，因此应改革政府和研究机构的行政管理行为，建立有利于创新的科技学术生态。明确科学家责任的同时，赋予科学共同体更大的自主权，促进学术共同体的建设和发展。应当大力营造敢为人先、敢于创造、敢冒风险、敢于怀疑批判和宽容失败的环境，鼓励自由探索，发扬学术民主，提倡学术争鸣，建立符合时代发展特点的学术生态。应当妥善处理学术机构与行政体制间的关系，避免学术问题的行政干预和学术体系的官僚化、等级化。鼓励科研人员潜心于学术研究的价值追求，提倡学术平等，重视青年人才的创新力，建立凸现青年创新人才能力的平台，充分调动青年科研人员的创新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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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 of Basic Research in University and National S&T Innovation

HUANG Hai-gang  
(Strategy Center for China`s Open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Cooperation,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Beijing 100029)

Abstract:Research University as the most desirable organization of "advanced study" ,mostly because of its rational tradition ,func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alent training ,and academic freedom .This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is not only the basis of legitimacy of modern research university,but also provides original knowledge,creative talent and rational culture on which nation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depending.However,University has more and more missions in an innovative era,especially influenced by performance evaluation,the freely academic environment,stable funding system and motivated mechanism that basic research needed are eroding.University are facing legitimacy and identity crisis .It should be emphasized the primary responsibility of central government in policy supporting ,financial assistance and creative culture nur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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